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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期中外关系史研究 4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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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西北大学，陕西 西安 710127; 

2．中国人民大学，北京 100872) 

【摘 要】：秦汉时期是中外关系史实现重要发展的历史阶段。在前张骞时代，中原与外域已经有文化联系。而

汉武帝时代张骞“凿空”，草原丝绸之路和海洋丝绸之路均得以畅通，西南丝绸之路也得以发挥文化联系的效能。

这一时期佛教的传入，全面介入社会意识，影响了历史文化走向。40年来，秦汉时期中外关系史研究步入新的学术

境界，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体现出突出的学术进步。 

【关键词】：丝绸之路 佛教 西域 南洋 

【中图分类号】:K0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6924(2021)6－0085－13 

秦汉时期是中外关系史实现重要发展的历史阶段。周穆王西行传说和西王母神话，以及考古工作收获所证明的中外物质文

化交流，体现早在前张骞时代，中原与外域已经有文化联系，并明显影响了生产与生活方式。汉武帝时代张骞“凿空”，草原

丝绸之路和海洋丝绸之路均得以开通，西南丝绸之路线路也得以发挥文化联系的效能。中外关系史的新境界，司马迁言汉武帝

时代“通西国，靡北胡”。又说:“汉既通使大夏，而西极远蛮，引领内乡，欲观中国。”1秦汉时期中外交往的密切，是这一时

段历史文化发展进程中特别醒目的现象。而在中外关系通史中，秦汉阶段的历史表现也有非常精彩的时代个性。 

总体说来，秦汉时期中外关系史 40年来已经成为研究关注的学术方向，学术成果的数量和质量都有明显超越此前的进步。

对于“秦汉时期中外关系史研究40年”进行全面认真的总结是必要的。由于笔者学术眼光和学术能力的限定以及若干具体困难，

本文的工作成效可能与设计者的要求尚有较大距离。不过，或许简略的、粗线条的相关总结，对于这一主题的学术回顾也有些

许裨益。 

一、“秦汉史”断代研究学术专著对中外关系史的关注 

“秦汉史”断代研究专著，大多重视中外关系的考察和说明。以往秦汉史断代研究专著多重视中外关系史。我们可以举列

若干初版超逾了本文讨论的时间范围，但近 40年依然再版的著作。如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二册第二章第六节“西汉疆域和文

化影响的扩展”，第三章的五节“汉文化对周邻各族的影响”，内容都涉及中外关系。(2)瞿兑之《秦汉史篹》论“武帝开边”，

说到“朝鲜”“西域”，关于王莽“新政”，说到“边疆骚动”，关于东汉“兵事”，也说到“西域”。对于“远使大秦，几

通欧亚”亦有所论说。(1)吕思勉《秦汉史》第五章第四节至第七节分别为“武帝事四夷一”“武帝事四夷二”“武帝事四夷

三”“武帝事四夷四”“武帝事四夷五”，所论东至“朝鲜”，西至“身毒”。第九章第三节“后汉定西域”，第四节“汉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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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洋交通”，以及第二十章第七节“佛教东来”，也都从不同角度论述了中外关系史。(2) 

40 年来的秦汉史论著更为重视中外关系史的论述。《秦帝国史》专设“对外关系的发展”一章，论说“同亚洲各国的关

系”(朝鲜，日本)和“同中亚各地的关系”。(3)林剑鸣《秦汉史》除了讨论“西汉王朝同西域诸国的关系”以及东汉“汉、匈在

西域的争夺”之外，专有“中外文明的碰撞”一节，指出:“秦汉时期文明的吸收是大规模的，向外传播是远距离的，从而构成

了与秦以前文明发展的不同特点”。(4)田昌五、安作璋主编《秦汉史》第三章第二节“汉朝与边境各族的关系，中国和亚洲各国

的经济文化交流”，第五章第三节“东汉与匈奴、西域以及亚洲各国的关系”，分别论述了两汉中外关系。(5)较早写作，原题《中

国史纲》第二卷《秦汉史》，后来又经整理校订，于 1983年得以面世的翦伯赞《秦汉史》，在西汉史的论述中介绍了“西汉时期

世界的新形势”“西汉与中亚商路的开通”“国际贸易的发展”;在有关东汉史的论说中，又指出有关“商业、都市、钱币与国

际贸易的再展开”的历史事实。对于“佛教的最初传入”也有所说明。在有关中外关系的分析中，作者写到:汉武帝时代以后，

“中国史再不是一些碎片的自由运动，而是在一个历史动力的运转之下，展开了全面的发展与统一的运动了”。翦伯赞指出:“大

月氏，是中国历史运动压抑中第一次抛出去的一块历史碎片，也可以说是中国这个太阳系统中的一颗流星，这颗流星，降落在

中亚，象陨石一样，落在妫水流域。然而它在妫水流域，却大放光明。匈奴人把大月氏抛掷到中亚，大月氏人又把希腊人抛掷

到印度，到费尔干，希腊人又再降落在印度文化中，降落在中国文化的边缘。同时大月氏又把阿萨克斯人逼向西走，于是而罗

马人又不幸地领略阿萨克斯人的响箭。”他又说:“北匈奴是中国历史运动压抑中第二次抛掷出去的一块历史碎片，也就是中国

这个太阳系统中第二颗流星。这颗流星后来降落在欧罗巴的原野，成为四世纪西欧历史的动力。”中国远征军直接进入中亚，

也是中外关系史的重要事件。“至于武、昭、宣时代，中国军队在中亚之出现，那已经不是流星，而是太阳光芒的照射。当此

之时，汉朝的文明光辉，已经把西藏、青海除外之今日的整个中国，照得通明，并且通过南山北麓之颈形的狭管，在天山南北，

射出它的光辉。这种光辉，渐渐向中央扩大它的照射，大约在里海、黑海之南，便与罗马共和国的光辉交光连采，呈现出一种

奇异的美景，这就是东西两个世界的历史运动之交流，亦即世界历史的运动走向统一的表征。”(6)韩复智等编著《秦汉史》第十

一章明确以“秦汉时期的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为题，分为“第一节，朝鲜与日本”，“第二节，印度、中亚与以西诸国”。所

谓“中亚与以西诸国”，包括:(一)康居，(二)大月氏、罽宾，(三)安息、条支，(四)大秦。(7)也论及这一时期“中外经济文化

交流”的主要历史迹象。 

劳干《秦汉史》虽然没有明确涉及中外关系的章目，但是对于相关历史有专门的论说。例如汉明帝时代的西域经营以及“佛

教的输入”。(8)也对中外关系史予以关注。龚留柱《评半个世纪以来〈秦汉史〉编纂之得失》一文，比较分析了 50年来12种以

《秦汉史》为题的断代史专著，分别指出了其成败优劣。对于总体学术形势，作出了“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不断克服‘左’倾

思想的干扰，逐渐走向成熟，实证派史学家和西方史学家的著作特点鲜明，与前者呈现出不同的旨趣和风格”的大体概括。作

者希望，21世纪的新的《秦汉史》，“不仅要打破思想上的封闭性，更新治史方法，拓宽研究领域，也需要改造体裁形式，使之

既是科学的，又是艺术的，让社会大众感到可亲、可爱、可信。”
(1)
上述以《秦汉史》为题的断代史专著有关中外关系的论说，

大致也都存在这样的问题。 

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对秦史的论述以考古资料和文物资料为实证，多有精辟论断。其中也涉及中外关系。如关于“秦

青铜器”的分析，作者指出，有的器物“形制非常特异”，“和常见的中国青铜器有别，有学者以之与中亚的一些器物相比。(2)

它是否模仿中亚的风格，很值得探讨”。对于“春秋晚期到战国”即“人们所熟知的‘百家争鸣’的伟大时代”，李学勤指出，

“这个时代可与西方历史上的古典希腊媲美，在科学、哲学、历史、艺术、文学等各方面都出现了杰出的人才，取得了丰硕的

成果”。对于秦的统一，李学勤认为，“带来了国内各民族文化的进一步交流和融合，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转折点。秦朝

由于存在的时间很短，不可能在历史上充分发挥作用;而不久建立的汉朝，其辉煌的文明所造成的影响，范围绝不限于亚洲东部，

我们只有从世界史的高度才能估价它的意义和价值”。(3)这样的视角，对于中外关系史研究有重要的启示。 

二、秦汉中外关系史专题研究 

秦汉中外关系相关制度史的研究，以往未受到充分重视。黎虎著《汉唐外交制度史》在某种意义上填补了空白。季羡林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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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书中写道:“过去研究中外交通史或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学者颇有一些，成就亦斐然可观。但是研究中国政府内部的外交制度

者，则黎虎教授恐系第一人，所以我们不妨称这种研究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于是《汉唐外交制度史》被称作“一部有开创意

义的著作”。
(4)
黎虎《汉代外交体制研究》则专论汉代，有关“外交通意工具”与“外交文书”“外交接待设施”，以及“外交

礼仪与法纪”的说明，分别进行了别开生面的论说。(5) 

李大龙《两汉时期的边政与边吏》涉及汉代有关中外文化交流至为重要的边地管理体制的特征与边地行政官员的表现，主

要内容也可以视为制度史研究。对于相关问题，作者进行了认真的研究，所论颇多新见。(6)赵梅春《王符的治边思想》从政治思

想史的角度分析了边地控制、边民治理的政策，其实也涉及边地民族关系与外交策略。(7)曹旭东《东汉初年西北边郡的省并与徙

吏民问题》(8)也讨论了这一主题。李炳泉《两汉农都尉的设置数额及其隶属关系》，探讨了边郡主持屯田事务的长官设置时间、

地点和行政归属关系。
(9)
王子今《秦汉边疆与民族问题》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10)
 

边地经济开发受到较多关注。张久和《秦朝对古代内蒙古部分地区的统治和开发》、(11)汪受宽《秦人西部开发的历史反思》，
(12)都是有价值的研究成果。陈晓鸣《汉代北部、西南部边郡经济开发之述评》指出，汉代北部边郡突出战略防御，在经济开发

方面带有浓厚的军事色彩，投资规模大，短期效益明显，但持续性不强。西南边郡重在治理，投资规模小，发展缓慢，但是稳

定持久。
(13)

此论题还可以参考王勇《秦汉时期西北的经济开发及其启示》和《秦汉时期西南夷地区的农业开发》。
(14)
 

石云涛著《汉代外来文明研究》注重从物质文明层次考察汉代外来文化影响。首先分论“动物篇”“植物篇”“器物

篇”“毛皮与纺织品”“香料、医药与医术”“珠宝篇”“人工饰珠”等。其实“医药和医术”是包括精神文明层次的内容的。

而此后的篇幅则论“佛教的初传”“艺术篇”“诗赋中的外来文化因子”，则都以精神文明层次的外来因素作为主要研究对象。
(1)全书视角广阔，覆盖面宽。对于所涉及的对象，有些论述颇有深度。然而对于“各类造型艺术”的分析，没有提供图像信息，

不免令人遗憾。 

对于西北草原通道，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专列“汉代和西域的交通”一章，进行了比较全面深入的论述。分别讨论

“两汉时代的西域”“汉和葱岭以西各国的交往”“两汉和西域各国的经济往来”“两汉和西域各国的文化交流”“佛教的传

入”等问题。由于“中西”的主题限定，没有讨论其他方向的中外文化交流。(2)王静《汉代蛮夷邸论考》考证了“蛮夷邸”的设

置管理制度以及在京城中的方位、居住番客的成分等，从一个特殊视角观察了汉王朝外交制度的有关设定。(3)周永卫《蜀商·汉

使·胡人——试论两汉中外文化交流的三个时期》，则试图通过丝绸之路上不同身份特殊人群的活跃表现，进行中外文化交流史

的时代阶段划分。(4)其实，“商胡”“贾胡”的积极作用特别值得注意。(5) 

《中国古代海洋学史》提到“秦始皇对海洋的兴趣”以及徐巿“出航”事迹，也总结了秦汉时期“南海和印度洋”成为“中

外贸易繁忙的通到”的作用。论者还写道:“罗马商人秦论是我国文献上第一个留下名字的欧洲人，孙权本来想通过他与罗马直

接建立友好关系，可惜的是孙权的使者刘咸半道死亡，没有完成出使的使命。其‘男女各十人’则似乎给秦论带到了欧洲，这

或者是中国人有数可稽的通过海道前往欧洲的第一批居民。”除了燕齐海上方士“具有海洋知识”而外，“季风的发现和季风

航海的开始”“潮流、潮汐知识”“在航海中的应用”，也都成为中外文化通过海路交流的技术条件。(6) 

秦汉时期中外关系史专题研究成果中，张春树《汉代边疆史论集》，(7)邵台新《汉代对西域的经营》，(8)余英时《汉代贸易与

扩张——汉胡经济关系结构研究》，(9)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要注》，(10)张安福《汉唐屯垦与吐鲁番绿洲社会变迁研

究》，
(11)
张合荣《夜郎寻踪——战国秦汉时期的贵州》，

(12)
李大龙《汉代中国边疆史》，

(13)
谢崇安《泛北部湾地区秦汉时代的古族

社会文明》，(14)周永卫等《秦汉岭南的对外文化交流》，(1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汉代西域考古

与汉文化》，(16)王子今《匈奴经营西域研究》(17)等，都有比较重要的学术价值。 

三、丝绸之路史研究:西域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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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帝国对于“北边”战略予以特别的重视。自霍去病控制河西之后，汉武帝及时设立四郡，保障了与西域交通的便利。

匈奴在西域的势力终于退却。汉文化的扩张，影响了西域社会面貌。(18) 

余太山著《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中，“西域”取广义，即指今天被称为中亚的地区，其中有关两汉政府经营西

域的内容，(1)对于深入认识当时中外文化的交流应当是有益的。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所见西域诸国的人种和

语言、文字》有较宽的考察视角，也体现出较深入的考察深度。(2)余太山《张骞西使新考》，(3)张志坤《张骞出使西域路线辨正》，
(4)涉及中外关系史的重要学术主题。郝树声《浅论李广利伐大宛的功过是非》对汉王朝军队远征历史意义的分析，提示了丝绸之

路史与中外关系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5)高荣《论汉武帝“图制匈奴”战略与征伐大宛》的考察兼及汉武帝决策对于匈奴和大

宛的战略考虑。李虎《班彪述评》则论说了班彪主持的汉王朝在西域的军事与外交行为。(6)孟祥才《论班彪》高度赞扬了班彪经

营西域的功业。
(7)
崔明德《班彪祖孙三代的民族关系思想》考察了班彪在西域军事外交表现中体现的民族思想的历史文化渊源。

(8) 

钮仲勋《两汉时期新疆的水利开发》论证了丝绸之路畅通的重要条件之一。(9)陈业新《秦汉时期西北开发史鉴》，(10)李清凌

《汉唐气象与西北开发:汉唐开发西北的历史回顾》，(11)侯甬坚《西汉政府的西北边疆开发中的投入》，(12)何诗海《汉代屯田对西

北农业发展的影响》，
(13)
也论说大致同样的主题。李清凌的讨论涉及“气象”，体现出新的视角的历史观察。 

对于西域民族史和西域地方史，徐志斌《略论若羌在汉唐时期的地位》有所讨论。(14)有关龟兹史的研究成果比较集中。(15)

对于其他绿洲地域及其与中原关系的研究也有值得重视的成果。(16)防范“胡”“羌”联合形成的威胁，是丝绸之路沿线军事防

卫的主要考虑。周松《两汉时期匈奴和羌在今兰州地区的活动述论》论说了这种威胁的发生。(17)汉王朝首先要求“隔绝羌胡”，

同时，也致力于“通货羌胡”，(18)李正周《东汉“三绝三通”西域与“羌祸”之关联》阐述了“羌祸”对东汉一朝经营西域的

深远影响，揭示了西域与河、湟、陇的战略一体关系。
(19)
相关成果还有杨永俊《对东汉“羌祸”的重新审视》

(20)
等。 

孟宪实《西汉戊己校尉新论》对学界久有歧见的戊己校尉问题利用汉简材料进行辨析，认为戊、己校尉是二官，不是一官;

戊、己校尉均驻车师，隶属于中央北军，而非敦煌郡。(21)王素《高昌戊己校尉的设置》也讨论了相关问题。(22)有的学者以为这

一学术问题属于“历史地理研究”，(23)其实也可以看作中外关系史的学术成果。有的学者认为，两汉西北方向边关屯戍机构及

屯戍基地，反映了汉代相关制度的高度完善，然而也给两汉以后历朝文明的发展带来了消极影响。(1)李炳泉《西汉中垒校尉“外

掌西域”新证》考察了官职设定与汉王朝西域经营方式的关系。(2) 

对于西域“和亲”，刘萧元《试论解忧》有所考论。(3)相关研究成果还有姚景洲《解忧公主与汉代西域初探》。(4)葛亮《谁

说王昭君嫁匈奴单于是“和亲”》认为，昭君出塞“和亲”说是唐代人的联想，汉代的史籍无此一说。“和亲”一词，在汉代

指有仇怨、相互战争的民族捐弃前嫌、消弭战争、缔结和平亲近的民族关系;在唐代指政治联姻。作者呼吁摈弃昭君“和亲”说，

还历史以真实。(5)黎虎的系列论文《和亲女的常驻使节作用》《解忧公主与王昭君比较研究》《“质侍”——汉代交聘方式之一》

《汉代朝礼交聘功能的发展》等。(6)对于“和亲”“交聘”进行了综合讨论。考察王昭君事迹对于文化交流之作用的研究成果，

还有王绍东《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的“文明与野蛮”之辨——从昭君形象的悲剧化色彩说起》，(7)王子今《关于王昭君北行路线

的推定》(8)等。有关王昭君形象之社会文化意义的研究专著，可参考张文德《王昭君故事的传承与嬗变》。(9) 

廖伯源《使者与官职演变——秦汉皇帝使者考论》在对“使者”身份的全面考察中，涉及文化交流史。(10)有关长罗侯常惠

在西域的活动，多有学者予以考察。
(11)

张德芳《郑吉“数出西域”考论》则是对郑吉事迹的专门研究。
(12)
陈金生《两汉西域质

子与敦煌的密切关系:兼谈质子与中西文化交流》，论述了“质子”身份的作用。(13)多种社会活动形式有助于中外文化交流的意

义，都受到学界重视。 

王子今、李禹阶《汉代北边的“关市”》认为汉代北部边疆的“关市”自汉文帝时代已经开始发挥活跃经济交流、促进民

族往来的作用，自汉武帝时代起在新的条件下得到了新的发展，甚至在汉王朝与匈奴处于战争状态时期，依然维系着草原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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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农耕民族的交往。(14)这一方向的民族关系，是与西北草原丝绸之路交通相关的。因为许多迹象表明，匈奴积极参与了草原民

族之间的丝绸贸易。(15)郝树声《汉初的河西匈奴》一文直接考察了匈奴在草原丝绸之路开通初期的历史作用。(16)孙力舟《西汉

时期东亚国际体系的两极格局分析——基于汉朝与匈奴两大政治行为体的考察》一文认为，在西汉一代绝大部分时间里，东亚

国际关系体系构成以汉朝与匈奴两大政治行为体为“极”的两极格局。(17)这样的认识也值得中外关系史研究者参考。 

对于西域方向丝绸之路交通线路的考论，有马千希《汉代“五船道”考略》等发表。马文对《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

说到的丝绸之路所谓“车师后王国有新道，出五船北，通玉门关”(1)的重要路段进行了考察，根据对多种古地图的分析，认为从

敦煌至伊吾间三条古道之一的西道即汉代的古船道。具体路线为玉门关—横坛—三垅沙—龙堆。(2)利用文物资料研究西域方向的

中外文化交流，也有学者进行了开拓性的工作。李炳泉《西汉西域渠犁研究》结合悬泉置汉简资料，讨论了渠犁屯田问题，认

为其性质为军屯，是西汉自汉武帝时代至汉宣帝时代在西域屯田的一次成功尝试。
(3)
殷晴《悬泉汉简和西域史事》也取同样的学

术路径进行了与西域史相关的考论，推进了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4)袁延胜《悬泉汉简所见康居与汉朝的曲折关系》分析了汉王

朝与康居关系史的变化。(5)张德芳《从悬泉汉简看楼兰(鄯善)同汉朝的关系》运用新出土文献发表了有关汉王朝与楼兰(鄯善)

关系的新认识。(6)袁延胜《悬泉汉简所见汉代乌孙的几个年代问题》据汉简资料提供的信息考论汉与乌孙关系史几个重大事件发

生的具体年代，提出了新见。(7)马智全《汉简所见西汉与车师的交往》则借助汉简资料论述了汉王朝与车师的关系。(8)郝树声、

张德芳著《悬泉汉简研究》专列两章“西域与中外关系(上)”“西域与中外关系(下)”，讨论了“罗马战俘”问题，“敦煌早

期佛教的传播”问题，“两汉西域屯田”问题，以及汉与康居的关系，汉与乌孙的关系等，是通过汉简资料考察中外关系史的

高质量的论著。(9)有评论说，这部专著对于“中西交通、西北地方的民族关系以及西域诸国与中原王朝的关系作了系统研究”。
(10)邬文玲《始建国二年新莽与匈奴关系史事考辨》利用额济纳汉简进行的考察订正了《汉书》记载的讹误。(11)罗帅《悬泉汉简

所见折垣与祭越二国考》认为悬泉汉简中的折垣为《汉书·西域传》所载之乌弋山离，是对该国别名或首都的译称;祭越为《汉

书·西域传》里的子合西夜，即古罗马地理学家托勒密《地理志》里提到的 Sizyges。(12)张俊民根据悬泉置出土发表“东西交通

驿站地理位置的确定”“悬泉汉简所见‘骑置’”“西汉敦煌郡县制名称”“悬泉汉简所见传舍及传舍制度”“悬泉汉简马匹

问题”“悬泉汉简所见邮驿制度”等学术成果，《敦煌悬泉置出土文书研究》一书出版。其中多有学术新知。(13) 

李卫星《论两汉与西域关系在汉画中的反映》发掘了汉代图象资料，指出汉帝国与西域诸国时战时和的性质，西来稀有物

种与杂技艺术的传入，以及佛教东渐等历史现象，都可以在汉画中发现证据。(14)李智君《汉晋河西地缘经济与汉译佛经中心的

转移》考察了河西地缘政治与佛教文化向内地传播路径的关系，认为地缘政治控制着士族在区域社会的发展空间，士族势力的

涨落左右着区域佛教的兴衰，而佛教僧团则利用对于家族佛教和王室佛教的影响力，抗衡区域政治势力。这样的复杂关系，影

响了佛教通过这一路径对内地的影响。(15)相近学术主题的考察，还应当注意孙少华《秦汉河西走廊上的文化学术交流及其文学

影响》(16)等成果。有学者认为，汉代社会有关“西王母”崇拜的民间表现，也与西域通路的文化交流有关。(17)秦汉人对于西北

方向的特殊关注以及当时对于外族文化的心理倾向，也有论著有所讨论。
(1)
 

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年代，韩伟《秦始皇时代佛教已传入中国考》据《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禁不得祠”，以为“不

得”为佛陀音译，可以说明佛教在当时社会已得普及。(2)辛德勇《秦始皇禁祠明星事解》则认为秦始皇“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

有特殊缘由，涉及天文占验观念伴随战国至秦代政治地理格局而发生的转折性变化。(3)胡文辉《〈史记〉“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

问题再议》指出:“在近九十年前，日本藤田丰八首先将‘禁不得祠’四字单独标举出来，认为‘不得’是梵文‘浮屠’(Buddha)

的对音，也就是将‘不得祠’理解为佛教拜祭，证明佛教在秦始皇时代即已流传中国了”，“中国学者如马非百、岑仲勉皆信

从之。”论者以为藤田之说为“非常异议可怪之论”，也就辛德勇说提出驳议，以为“禁不得祠”“应是特别针对那些被流放

到边疆的罪人而言的，意思是禁止他们进行或参与祭祀活动”。
(4)
这样的理解也涉及移居边地可能接触外域文化影响的“徙谪，

实之初县”者们的生活境况和信仰等级，也间接涉及中外文化交流史。 

四、丝绸之路史研究:南海方向 

《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记述了西汉时期得以初步开通的南洋航路的交通状况:“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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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

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厓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这些地区与汉王朝间海上商运

相当繁忙:“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稟食为耦，蛮夷贾船，

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王莽专政时，还曾经利用南洋航运进

行政治宣传:“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由黄支国还可以继续前行:“自黄支船行

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不程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5)关于都元国、邑卢没国、

谌离、夫甘都卢国、皮宗等国家或部族的具体位置，学者多有异议，而对于黄支国即印度康契普腊姆，已不程国即师子国亦今

斯里兰卡，中外学者的基本认识是一致的。西汉时代，中国远洋舰队已经开通了远达南印度及斯里兰卡的航线。东汉时代，中

国和天竺(印度)之间的海上交通相当艰难，然而仍大致保持着畅通，海路于是成为佛教影响中国文化的第二条通道。江苏连云

港孔望山发现佛教题材摩崖造像，其中又多有“胡人”形象，
(6)
结合徐州东海地区佛教首先炽盛的记载，

(7)
则可以理解海上交通

的历史文化作用。程存洁《东汉末年岭南佛教史迹小考》指出，可以将三国两晋时期岭南才有佛教流传这一传统看法提前至东

汉末年。(8) 

论述秦汉时期域外交通的研究成果中，吴廷缪、郑彭年《佛教海上传入中国之研究》特别值得注意。作者认为，佛教由海

路传入中国早于陆路，至迟在后汉初年即楚王刘英信佛之前就由海路传入江淮。而说明佛教由陆路从西域传来的可信史料相当

晚。(1)张荣芳著《秦汉史论集(外三篇)》中，收入秦汉史研究论文 12 篇，其中研究重心之一就是南越社会文化研究。而《论马

援征交阯的历史作用》《汉代我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海上交通和贸易关系》等，都是直接涉及中外关系史的论文。(2)张荣芳、周永

卫《汉代徐闻与海上交通》讨论了徐闻作为南海重要港口对于中外关系史的重要作用。(3)这一学术方向的研究，后续成果很多。 

有学者正确地指出，刘秀确定的以“柔道”治天下，即“偃武修文”的治国方针表现为向北没有“扩张”的意识和能力，

与西汉有明显差异。
(4)
然而马援征伐交阯、九真，因调动楼船军，对于南海航运有直接的促进意义。傅纯英《评马援南征》说，

马援的军事行动得到岭南和交阯人民的支持，有保护中原与南洋、印度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作用。(5)祝总斌《马援的悲剧与汉光

武》、(6)王子今《马援楼船军击交阯九真与刘秀的南海经略》(7)等有所论说。王子今《东海的“琅邪”和南海的“琅邪”》对于

“琅玡”海港名号移用至南洋航道其他地方的可能性进行了讨论。(8)对于秦汉时期不同阶段南洋航路的历史变化，彭德清主编《中

国航海史》(古代航海史)有自己的说明。其说大致合理。(9) 

五、丝绸之路史研究:西南夷方向 

杨共乐在《中西交往史上的一件大事》一文中说，罗马商人曾于公元 100 年至 101 年间到过中国。(10)研究者将这一成果列

入“社会史研究”类别
(11)

，这是因为这一“交往”实践对“社会史”形成了影响。对于西亚乃至更远地方居民来华路径比较明

确的认证，我们可以考知“海西幻人”曾经经由缅甸、云南、四川抵达洛阳。(12) 

被称为西南丝绸之路或南方丝绸之路的考察，得到学界关注。任乃强《中西陆上古商道——蜀布之路》，(13)高大伦《关于南

方“丝绸之路”的几点思考》，(14)萧安富《秦汉时期蜀滇身毒道的形成与汉文化在西南地区的传播》，(15)张合荣《从考古资料论

贵州汉代的交通与文化》，(16)段渝《中国西南早期对外交通——先秦两汉的南方丝绸之路》(17)，方铁《简论西南丝绸之路》(18)等

论著，分别讨论了以往学界关注不多的作为国际通道的西南地区的文化特质和社会风貌。这些研究成果，都涉及所研究的地区

与外域以及中原文化区的交通关系。吴焯《西南丝绸之路研究的认识误区》不赞同“川滇缅印道”之说，以为“言牂柯道与蜀

交阯道更为符合历史实际”。
(19)
 

徐青莲《汉代蜀布之形制与交通路线──汉代布帛研究举例》说到司马迁“蜀布”联想与西南方向外交路径的开拓。(20)汉

武帝推进的“西夷西”线路的探寻，表露了西南丝绸之路正是开拓的历史迹象。(1)陈征平《战国秦汉时期云南的商品经济与货币

形态发展》对这一时期云南地区商业经济形成的条件以及货币形态及流通领域的基本状况进行了有益的探索。(2)周永卫《西汉前

期的蜀商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贡献》，
(3)
提示我们注意“蜀商”在西南方向文化交流方面的突出作用。杨勇《可乐文化因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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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半岛的发现及初步认识》(4)也对说明这一方向的中外文化交流有积极意义。石硕讨论《汉代西南夷中“嶲”之族群内涵——

兼论蜀人南迁以及与西南夷的融合》，指出复杂的民族迁徙史与民族融合史与中外文化交流有密切的关系。(5)这一主题的学术成

果又比较集中地见于伍加伧、江玉祥主编《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研究》《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研究》第二辑。
(6)
邓廷良《西南丝绸之

路考察札记》(7)和蓝勇《南方丝绸之路》(8)都是以实地考察为研究基础的学术力作。 

周永卫《匈奴与南越关系考》指出，在汉武帝前期，从河西经过今天的川西一带到西南夷地区，存在着一条“民族走廊”。

利用这一通道，南越国与匈奴之间存在着虽然间接然而颇为密切的联系。(9)这说明河西—蜀地—西南夷地方有交通道路的历史事

实，可以通过川西北至青海的考察有所发现。研究者相关认识的发表，见于王子今、高大伦《说“鲜水”:康巴草原民族交通考

古札记》，王子今《说敦煌马圈湾简文“驱驴士”“之蜀”》《汉代河西的蜀地织品——以“广汉八稯布”为标本的丝绸之路史

考察》《河西“之蜀”草原通道:丝路别支考》等。
(10)
 

有斯里兰卡学者指出:“成书于公元前 3 世纪至公元前 1 世纪的斯里兰卡古书 Sihalawaththuppakaranaya 中记载，约公元

前 1 世纪，斯里兰卡的十余位僧人乘船到达南印度，然后北上汇合印度僧人，一同游历至中国。这进一步证实了早在汉代中斯

之间就有了来往。”(11)然而，所谓可能“成书于公元前 3 世纪”的“古书”，当然不可能记述“约公元前 1 世纪”斯里兰卡僧

人和印度僧人“游历至中国”事。但是这种“游历”在汉代确实是可能成功抵达中国的。其“游历”路径，可能与“海西幻人”

相同。对于先秦至汉晋蜀身毒道、永昌道即红河水道，以及进桑麋泠道交通形势，陆韧《云南对外交通史》有认真的考论。(12) 

六、丝绸之路史研究:东海方向 

关于徐福东渡问题，近年来成为秦汉时期中外关系史讨论的热点。安志敏《论徐福和徐福传说》一文认为，“严格地讲，

有关徐福研究应分别属于‘历史的’和‘传说的’两个范畴，二者不可混为一谈。前者主要考察当时的历史条件以及有关事件

的原委，而不能夸大方士徐福的个人作用;后者需要分析这一传说的产生背景和发展过程，不能作为信史对待”。论者所指出的

有关徐福的许多传说很难从考古学上予以论证的意见，值得学界重视。(13) 

王颋《徐福东渡新考》一文认为，关于方士们追索的所谓“三神山”，其原型是自北极大洋南漂的冰山;徐福东渡，计有前

后两次，一次自今舟山群岛往九州岛，一次自今渤海湾往本州岛;前一次航行所遇“海中大神”，当是当地的部族领袖。(1)赵越

云等《先秦—秦汉时期中国农业移民对日本列岛的影响》认为先秦秦汉时期中国农耕文明的优势充分彰显，对日本列岛形成了

积极的影响。(2) 

中原往朝鲜的移民，汉帝国征伐朝鲜的军事行为，都促进了这一方向的文化交流。
(3)
东海方向的海洋开发有较好的早期基础。

(4)在秦汉时期的突出进步引人注目。(5)东海航运技术有可能对南洋航路的开通有积极的影响。(6)东海航运便利了秦汉帝国在东北

亚的文化扩张，不经行海路的陆上文化交流，也有历史性的进步。东北亚方向对外文化交流的考察，有相当多的研究成果具有

重要参考价值。如范兆飞、房奕《东夷校尉与汉晋东北亚国际秩序的变迁》，(7)潘玲《西汉时期乌桓历史辨析》，(8)王海《燕秦汉

时期辽西走廊与东北民族关系》《燕秦汉时期辽西走廊考——兼与王绵厚、李健才先生商榷》，(9)孙德华、姜维公《秦汉魏眘时期

吉林地区的民族与文化简论——以经济基础为观察视角》(10)，苏卫国、张旗《有关东汉辽东属国问题的一些看法》，(11)赵红梅《“汉

兵击拔朝鲜以为乐浪玄菟郡”考述》，(12)王绵厚《燕秦汉“辽东故塞”诸问题考论》，(13)程尼娜《汉至唐时期肃慎、挹娄、勿吉、

靺鞨及其朝贡活动研究》《夫余国与汉魏晋王朝的朝贡关系》，(14)李路等《汉代东北各民族文化趋同性探讨》，(15)王子今《论秦汉

辽西并海交通》
(16)

等研究成果。对于东海方向的中外文化交流，彭德清主编《中国航海史》(古代航海史)将“海上丝绸之路的

形成”与“秦始皇巡海”“汉武帝巡海”联系起来，注意到当时社会对海洋的特殊关注。(17) 

七、研究视野的扩展，研究路径的更新 

历史时期若干文化进程之动向的比较，是相当先进的研究方式。说到比较研究，应当提到梁作檊著《罗马帝国与汉晋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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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亡史》一书。如刘家和在该书《序》中所说，这一部书作为“对中外古史作系统比较研究之作”，“在国内尚无先例”。不

过，虽然“其中新意甚多”，但还可以再作充实与完善的努力。《序》作者希望“有好学深思之士，读梁先生此书而能得其意，

于中外古史比较研究之领域有新拓展。”
(18)
 

中日合作项目的成果，韩康信、松下孝幸《山东临淄周—汉代人骨体质特征研究及与西日本弥生时代人骨比较概报》，通过

对古人骨的体质人类学的考察，通过“量化和测量的比较研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临淄周—汉代人的体质特点与现代和

古代蒙古人种的东亚类群接近”。“多种形态量化及作图法的比较又证实，西日本弥生人类群与临淄周—汉代人具有相近的种

族形态学基础，因而他们在种族人类学上应该同属蒙古人种的东亚类群。据此推测，他们在东亚大陆应该有最直接的共同或至

少非常相近的祖源关系。”作者认为，西部日本渡来弥生人的故乡应该主要在中国大陆的华北地区。“他们最近的祖先可能来

自早先分布在黄河中下游和地理上更近沿海地区的青铜时代的居民。山东半岛可能是其中重要的地区。但也不排除这个地区范

围可能扩展到近海的江淮地区。”作者推测，导致他们迁动的原因有社会的也有自然的多种因素，在迁动的时间上也可能是多

层次的。而渡海迁徙活动大概主要发生在“大致和中国的春秋战国─秦汉时期相应”的时代。可能正是在这一大变动时期，“促

使一些人口四向避乱，或寻求安定生活空间，其中的一些人则渡海到达邻近的海岛世界，同时也把他们最重要的赖以为生的文

化和习俗带到了该地区”。(1)这样的研究结果无疑在研究方法方面可以给予我们有益的启示。 

秦汉外交史的研究受到重视。黎虎《汉代外交使节的人选》指出，中国古代外交使节人选从先秦到汉代发生了一个变化:先

秦外交使节主要是“辩士”，汉代外交使节主要是“勇士”。而这种变化发生的根本原因是由于汉代外交已经突破了先秦时代

的“东亚外交圈”。黎虎《汉代外交使团的组成》，也介绍了汉代外交人才发现及其合理组合的认真考虑。(2)这样的研究路径，

也是有创新意义的。 

对于汉武帝时代积极征伐四夷的开边政策，有学者指出戾太子刘据以“私问《榖梁》而善之”为思想基点予以反对，揭示

了《公羊传》和《榖梁传》政治思想的不同与对外政策的关系，以新的视角考察了中外关系史的政策层面。(3) 

索德浩、刘雨茂《汉代胡人形象面具考——从成都金堂李家梁子 M23 出土一件胡人形象面具谈起》，(4)就一件文物进行考论。

其意义在于通过形象资料揭示了丝绸之路史的一种重要现象。 

八、考古学对秦汉中外关系史研究的推进 

关于广州南越王墓出土于西耳室的原支象牙，《广州象岗南越王墓出土动物遗骸的鉴定》一文指出:“出土标本的形态特征

和大小比例，与现生非洲象较为接近，而与现生亚洲象区别较明显。现生亚洲象仅雄性具象牙，而且象牙通常较纤细;非洲象则

雌雄两性均具有象牙，雄性象牙较大而粗壮，雌性象牙较小而纤细。出土象牙从大小比例看，更接近于前者。但因标本保存不

佳，故尚难确定其种名”。(5)《西汉南越王墓》的执笔者在《南越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一章的第四节《交通与贸易》中，将“大

多发现于广州，贵县、梧州和长沙等地也有部分出土，在当时的中原地区则甚为罕见”的象牙模型，看作“有关南越海上交通

的考古资料”。又说:“长沙出现南越式的……象牙模型，表明长沙国贵族受南越贵族影响，经由南越引进……象牙等海外珍

品。”(6)这样的判定可能不尽确切。“(象牙)虽然在当时的岭南和西南边境地区也有出产，但主要产地在东南亚和南亚诸国。(7)

南越王墓西耳室内发现原支大象牙 5 支，成堆迭放。经鉴定，确认为非洲象牙(详见附录一四)，这是南越与海外通商贸易的最

有力的物证。”(8)认定南越王墓出土“象牙”为“海外珍品”而并非“岭南和西南边境地区”“出产”，应当进行认真的科学鉴

定。如果《西汉南越王墓》所说鉴定可靠，可知“南越与海外通商贸易”抵达相当遥远的国度。 

《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关于南海通路，说到“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

牛”事。(9)《汉书》卷一二《平帝纪》:“(元始)二年春，黄支国献犀牛。”(10)《后汉书》卷八六《南蛮传》:“逮王莽辅政，元

始二年，日南之南黄支国来献犀牛。”(1)《西汉南越王墓》的执笔者认为“大多发现于广州，贵县、梧州和长沙等地也有部分出

土，在当时的中原地区则甚为罕见”的“犀角模型”，也是“有关南越海上交通的考古资料”，又说:“经研究，犀牛产自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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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印度和非洲”，甚至认为:“《汉书·南粤列传》记赵佗向汉文帝进献的方物中有‘犀角十’，估计也是从海路输入而转送

朝廷的”。(2)这些认识，似乎和王莽时代向黄支王索取“生犀牛”的记载相合。熊昭明《汉代合浦港考古与海上丝绸之路》利用

考古资料提供汉代海上丝绸之路通行的实物证据，说明当时海路贸易的繁盛景象。
(3)
斯里兰卡 DelivalaStupa 遗址出土的一件中

国丝绸，年代测定为公元前 2世纪，可以看作这条丝绸贸易通路的早期文物实证。(4)而出土钱币包括“汉代的半两”所提示的信

息，有同样重要的意义。(5)美术考古方向对于中外文化交流有推进意义的研究成果，有常彧《汉画像石中“胡汉交战”图与两汉

的突骑——两汉骑兵变革与中国古代骑兵分类》，(6)孙长初《汉画像石麒麟图像考略》(7)等。 

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李学勤 1979 年以后曾经多次出访，从事学术活动，陆续考察了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博物馆、美术馆、

大学以及收藏家所收藏的中国文物。为了向国内介绍这些文物，李学勤与友人合作编有《英国所藏甲骨集》《欧洲所藏中国青铜

器遗珠》等图录，同时撰写了许多研究流藏海外以及港台文物的论文。这些论文大多收入《四海寻珍》一书，由清华大学出版

社 1998 年列为“新清华文丛”之四出版。《四海寻珍》除了对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通过研究有所介绍外，还说到古来因正常的

文化交往而导致中国物品流出中土，后来随着岁月流逝，逐渐成为历史文物的情形。1923 年日本冲绳那霸市外城岳发掘出土，

后来归于东京大学文学部资料室的战国货币磬折式明刀，就属于这种情形。这些文物见证了古代中国与周边国家经济文化交往

的历史。正如李学勤所说:“这说明古代自辽东向南应有一条交通路线，以航运与冲绳相连。”李学勤还写道:“在东邻日本，

曾出土不少汉以下的铜镜，成为中日人民文化交流的标志。至于‘汉式镜’，在日本的发现更是多得不可胜计。”他介绍了西

伯利亚出土的两面汉镜，应为“西汉晚期或略迟一些的时期铸造的”。李学勤还指出:“汉镜向北方和西方流传，此外还有不少

例证，但谈到发现年代之早，就应该推上面谈到的这两件了。这对研究汉代文化的传播，有一定的参考意义。”(8) 

通过对秦汉时期中外文化交流史相关论著的浏览，能够了解新的研究成果，感受新的学术气氛，学习新的考察方法，每一

位关注秦汉史研究动态的人都会因此而欣慰。但是仍然有必要指出，在数量众多的这一方向的研究论著中，依然存在选题陈旧、

思路狭隘等问题。重复性研究仍未能避免。不仅有今人和前人的重复，也有个别研究者自己所发表成果的重复。这些问题，有

待于学界共同努力予以纠正。例如 1997 年至 1998 年，久玉林除发表《西汉时期汉匈民族的人群流动与文化的双向融合》外，

又有《论西汉时期汉匈民族的人群流动与双向同化》《西汉时期汉匈民族的人群流动与双向同化》《论西汉时期汉匈民族的人群

流动与双向同化》面世。(9)主题的雷同和重复，都是明显的。 

注释： 

1《史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第 3316 页，第 3318 页。 

2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二册，人民出版社 1978 年 6月版，第 101 页至第 120页，第 226 页至第 255页。 

3 瞿兑之:《秦汉史篹》，鼎文书店 1979 年 2月版，第 165 页至第 166 页，第 168 页至第 173 页，第 233 页至第 235 页，第

271 页至第 275 页。 

4吕思勉:《秦汉史》，商务印书馆 2010 年 12 月版，第 105 页至第 132页，第 279 页至第 291页，第 871 页至第 874页。 

5 王云度、张文立主编:《秦帝国史》，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7 年 12 月版，第 204 页至第 215 页。今按:“同亚洲各国的

关系”与“同中亚各地的关系”并说，存在逻辑问题。忽略了“中亚各地”也属于“亚洲”的事实。 

6林剑鸣:《秦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年 10月版，上册第 424 页至第 443页，下册第 257 页至第 267 页，第 533 页至

第 537 页。 

7田昌五、安作璋主编:《秦汉史》，人民出版社 1993 年 8月版，第 169页至第 189 页，第 325页至第 3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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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翦伯赞:《秦汉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 年 5月版，第 135 页至第 164 页，第 402 页至第 418 页，第556 页至第 564 页。 

9韩复智、叶达雄、邵台新、陈文豪编著:《秦汉史》，里仁书店 2007 年 1月版，第447 页至第 461页。 

10 劳干:《秦汉史》，中国文化学院出版部1980 年 4月版，第71页。 

11 龚留柱:《评半个世纪以来〈秦汉史〉编纂之得失》，《史学月刊》1997 年 6期。 

12 原注:Otto Maenchen-Helfen,A Chinese Bronze with Central-Asiatic Motives,BMFEA,No.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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